
接关系生态法治的良性运行，也是中国生态法治建设的重点环节。

近年来，中国的生态环境司法有了长足进步，但其法律实施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生态环境案件立案难、审理难、判决难、执行难的问题依然存在，环境公益诉讼制
度在 《民事诉讼法》中仅是一个原则性规定。由于生态环境司法具有不同于传统司
法的特殊性，需要从立法上完善生态环境诉讼制度，更需要司法机关及时出台司法
解释、制定司法政策，建立生态环境司法案例指导制度，加强法官司法能力培训等
各种措施，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

生态环境保护事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涉及生产和生活的各个环节，广泛
的公众参与是法律实施的必要保证。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切实
保障公民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建立公众参与平台，明确公众
参与程序及效力，明确政府和企业信息公开的义务与责任，大力推进环境民主。同
时，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鼓励社会公益性中介服务，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文化建设。

〔责任编辑：刘　鹏　责任编审 ：张芝梅〕

建设公平的节约型社会

王 晓 毅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建立节约的和公平的社会。一般意义上，节约意味着减少资
源消耗，公平意味着在改善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同时抑制一些群体的过度消费；从
生态文明角度看，节约意味着建立与自然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多种生产和生活方式，

公平意味着不同人群平等参与环境资源开发和保护的决策与行动。

在本文中，社会是相对于国家、市场和个体而言的，是指基层的、具有内部团
结和互助关系、可以进行环境集体决策的社区或群体。生态文明的社会意涵是通过
基层社会的参与，建立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多样性社会。

生态环境退化的社会因素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也引发了严重生态环境问题；
这主要源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或趋势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个趋势是消费社会的逻辑主导了基层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被不断制造
出来以满足生产的需要，这种不断膨胀的需求与生态环境产生了矛盾。进入消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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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过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数百年时间，在中国却是近３０年时间里迅速开始和面临
的问题。以中国西部的草原牧区为例，以往牧民主要依靠本地畜产品维持生存，随

着经济发展，市场将越来越多的工业品带入牧区。摩托车和汽车取代了传统的马而

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工厂生产的饮料、糕点广泛流行。消费品的过度生产和使用给

全球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牧民并不清楚；但外来消费品对于牧区本身的影响却已

经非常明显。以笔者所见，在干旱高寒地区，塑料包装已成为严重污染，当地人却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外来的垃圾。

对环境的破坏不仅来自诸如此类的废弃垃圾，而更多地来自生产活动。为购置

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消费品，牧民需要不断增加收入；例如，拥有汽车的牧民被看作

是富裕的；但为了购置一辆汽车，牧民不得不大量饲养牲畜，这意味着牲畜数量会

大幅增加，从而可能导致滥牧。为了市场所过多培育的畜产品和为了增加收入而进

行的多种生产活动，都会导致草原生态环境退化。

第二个趋势是生态环境被不断资源化。随着市场关系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人

们越来越多地将生态环境看作是可以出售的资源，而不再是其生存的环境；生态环

境的多种功能让位于市场价值，或被市场价值所主导。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是不同
的看待自然的角度，体现出两种价值观。

首先，生态环境从根本上是人类的栖居地，但资源却往往被过多地赋予经济价

值。当森林被看作是人类生存环境时，是不能被破坏性开发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的风水林、水源地保护林或神山的森林便是如此；在生态环境视角下，这些森林不

是资源，而是基本的生存环境，是不能被采伐的，也不可用人工林替代。相反，如

果森林被看作是经济资源，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存在的，那么其必然会被过度开

采。随着一些牧区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开发成本降低，越来越多的地区被开发出

来，而这些地区往往就成为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

其次，当生态环境被看作资源时，处理这些资源的权力往往被远离当地资源的

资本所掌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考虑一个地区的资源开发时往往会在宏观层面

权衡得失；而来自资本的视角则会更多地关注自身的收益，因此，当地居民与其生

态环境的依存关系常被忽视。在我国北方的干旱半干旱地区，通常可以看到这样一

种场景：因为城市和工业需求，紧缺的水资源被截留，下游的生态环境因此退化。水

资源被截留往往就是以 “更有效益地利用”为理由，而下游居民通常无从发表意见。

再次，当资源被单一的经济尺度加以衡量时，其多样性就得不到承认，从而带

来生态问题。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形成了特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不同

的资源使用方式；从自然的 “资源化”角度考虑，多样性的资源则被简单化为经济

收益，并往往按照统一的模式被利用或开发。比如，中国北方是典型的干旱半干旱

地区，为适应这种缺水少雨的气候条件，当地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基于不同的

降水条件，由北向南形成草原畜牧业、半农半牧和旱作农业地区。这些不同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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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都是适合当地资源禀赋而形成的。但从土地的 “资源化”利用角度，这些生产
方式通常被看作是效率低下的，是没有被 “充分”利用的。为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有些地方开始进行集约化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灌溉农业替代旱作农业，舍饲圈养
替代草原畜牧业。这种统一的集约农业和畜牧业在短期内可以转变生产方式并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使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增加；从长期看，往往会带来严重的生态问
题，如地下水位下降、草原退化和土地盐碱化，等等。

第三个趋势是政府在规划生态环境中的作用不断增强。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
推进，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通常被看作生态环境的破坏因素，需要政府介入来实
施新的环境保护策略。比如，土地退化往往被归因于农民的滥垦，森林的破坏被归
因于当地人的樵采和滥伐，草地的破坏被归因于牧民的滥牧。这种归因有一定合理
性，但若过于强调生态破坏的单一因素，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其中之一是认为要
保护生态环境就需停止当地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代之以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在引进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过程中，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１９９８年以来，

国家投入在生态保护方面的资金不断增加，实施了一系列工程项目，如退牧还草等。

这些项目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有积极意义，但整体上生态环境依然处于局部好转而全
局堪忧的状态。此外，这些项目的实施还引发了相关的社会问题，比如，许多生态
移民并没有解决移民的后续生计，导致移民的就业不足和贫困问题；禁牧措施实施
以后，当地牧民通常以偷牧的方式予以抵制，从而引发其他方面的问题。依靠国家
自上而下地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本往往很高，但效果却未必尽如人意。简单的
“一刀切”政策往往不能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复杂的生态和社会关系问题。

以草原生态保护为例，在集中决策体制下，决策者往往简单地将过度放牧作
为草原退化的最主要因素，认为通过提供足够的补偿，牧民就可以减少放牧，从
而实现草原的生态恢复。因此，政府自上而下地实施了退牧还草等一系列草原保
护项目，其核心是减少牲畜和减少放牧。然而生态系统是复杂的，草原退化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涉及气候、牲畜种类的组合、放牧方式、地下水变化等多种因素，

因此，单纯地减少乃至停止放牧并不能使草原得到有效恢复。特别是，如果复杂的
生态系统再叠加复杂的社会系统，如牧民的偷牧行为、基层组织的影响，等等，那
么，草原退化的原因将变得更为复杂。概言之，简单化的 “一刀切”政策无法解决
以上问题。①

地方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断将自然环境资源化，市场在不断地创造开发资源的需
求；在此背景下，缺少社会支持的环境保护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笔者以为，自
然资源市场化和环境保护的社会支持不足是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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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需基层社会参与

一般认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能否发挥作用却取决于
社会环境。比如，治理废气废水的技术早已为人们所掌握，甚至许多企业也都按要
求安装了治污设备，但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压力，这些设备就不会启动。一些地方
政府为实现高速经济增长而允许一些高污染企业在本地建厂，尽管工厂形成的污染
会威胁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资本和地方政府比较
强势，另一方面也是基层社会能力不足所致，后者的环境利益通常得不到有效表达，

甚至在基层社会内部也因利益不一致而难以达成共识。

尽管当地人是生态环境破坏的受损方，但他们通常不能采取有效的参与策略，

甚至有时当地人也参与到生态环境破坏中。在１９８０—９０年代，我国的森林破坏非常
严重，笔者在太白山的调查发现，主导森林砍伐的通常是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有关
系的商人，他们以低廉的工资雇佣当地人充当采伐工人；面对天然林的破坏，当地
社区甚至也参与滥砍滥伐。地方社会在环境保护中通常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国家逐
渐充当了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

但是，基层社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弱势地位并不说明他们不重要或可以被替
代。基层社会与特定的自然资源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依赖自然资源而生存，

也需要保护自然资源而 “可持续地”生存，因而需要其有强烈的保护意愿。如果没
有基层社会参与，环境保护就可能面临两个严峻的问题：首先，无力阻止外来势力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大多是由不适当的开发造成的；开
发使当地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进而损害了当地人利益。基层社会参与开发决策会有
助于改变此种状态。其次，本地人会因为缺少信任而参与生态环境破坏。若本地人
无法形成保护自身环境的意识，往往就会参与到破坏环境的开发中。因此培育基层
社会参与环境治理的能力，是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

中国进入深层改革后遇到的问题需通过顶层设计来解决。生态文明建设可谓一
项顶层设计，要实现之需基层社会参与。基层社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以往是 “短
板”，因此，需通过各方努力加强基层社会的参与能力。

首先，加强基层社会的参与能力需重新认识基层社会的价值。生态文明强调尊
重自然，笔者以为，这首先要尊重自然的多样性。以往人类曾一度希望按照统一的
模式来规划和改造自然，而规划和改造的模型往往来自国家的设计。① 与之不同，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自然是多样的；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人们会因适应具体环境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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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同的生存方式，尊重这些特定的方式就意味着承认社会的多样性。生态文明视
域下的环境保护并不是单纯地改造自然，而是人、社会与自然共生，由此形成的多
样性生存方式和社会不是集中设计的结果，而是当地自我发展的结果。

一些以往被认为低效率和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可能恰恰是适应当地自然的结果。

比如，强调移动性的草原畜牧业正是适应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区脆弱且多变气候的结
果；① 以往被看作破坏生态环境的 “刀耕火种”也具有一定生态价值。尚需充分认
识、继承和创新这些与环境共生的生存方式，而不能一概否定之。

其次，建设生态文明还需提供多方博弈、沟通的平台。多样性来自利益相关方
的博弈和沟通，特别是基层社会与市场、政府的博弈和沟通。社区是生态环境变化
的最直接利益相关方，生态环境的改变会对其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比如，草地
占我国国土面积的４０％，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近年来因气候变化以及城市和工
业用水需求的增加而加剧了草地退化，并因此影响到依赖草原生存的牧民。由于草
原产草量下降，一些牧民不得不举债维持畜牧业经营。牧民的生存直接依赖草原的
生态环境，但是在重大决策中往往少有他们的参与；多方博弈、沟通和当地人的参
与会有助于克服生态保护中的短期行为。而生态文明所强调的公平意涵，最重要的
是如何使利益相关方具有平等的表达权，从而使决策能反映多方利益。

此外，还要特别关注提高基层社会能力，使其能够真正参与环境决策。提高基
层社区在环境保护中的能力，我们已积累了丰富经验。

积极推动当地社区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意味着社区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之
一；社区既是保护的受益者，也是保护的行动者。从１９８０年代始，在中国农村地区
广泛进行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实验，取得了丰富经验，如社会林业、②

草地共管，③ 等等，这些都建立在社区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之上。这些经验涉
及以下问题：１．如何使当地人从环境保护中受益？环境保护不是为了外来者的利
益，而是为了当地社区的可持续生计。２．如何建立共同的利益，使社区成员达成共
识？经验表明在适当的制度安排下，农村基层社区可以在环境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这些实验大多需外力推动，一旦外来的推动力停止，许多保护行动也停止了，

国家的持续推动是社区发挥作用的关键。现在的社区已不是自我封闭的社区，而与
国家和市场有密切关系；当前国家大规模生态文明建设恰恰给基层社会提供了契机，

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可吸取已有经验和教训，解决持续的外部推动问题。概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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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和基层社会的三方合作可形成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此外，在解决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方面，我们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从广
义上说，冲突也是社会参与的一种形式，在冲突中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可得到表达。

近年来因生态环境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冲突有上升趋势，这一方面反映了片面强调经
济增长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威胁了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在经济
发展和收入增加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在增强。一定程度的冲突可使潜在的问题
公开化，并使各方的利益得到表达；冲突的出现是正常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现
有很多用于解决环境冲突问题的经验和工具，如大型工程中的社会评价机制可在工
程项目建设前给利益相关方提供表达利益的机会，协商解决矛盾纠纷的机制也被普
遍采用。从中国发展的经验看，基层社会越有参与能力，就越能推进生态环境的改
善。随着现代化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生态问题成为利益相关方的矛盾焦点，扩大
和完善冲突解决机制不仅有助于平衡利益关系，而且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

概言之，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从社会学角度，环境退化的深层因素在于现代
化发展过程中，依靠消耗自然资源获益的人群与依赖生态环境生存的人群之间在环
境问题的决策中地位存有差异，各自发挥不同作用，因此，建设生态文明需多方参
与；基层社会参与将有助于建设与自然相适应的生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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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如何使今后的发展与环
境相协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仍然拥有一个美丽中国，应该是１３亿中国人的共同
愿望。

天道与人事的关系，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司马迁 《史记》里
“天人之际”凡三见，① 《汉书·司马迁传》说：其撰 《史记》“凡百三十篇，亦欲以

·７２·

生态文明与 “美丽中国”笔谈

① 《史记》卷２７ 《天官书》：“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
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３４４页）卷１１７ 《司马相如列传》：《封禅颂》成，武帝
“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第３０７２页）卷１３０ 《太史公自序》：“礼
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第３３１９页）


